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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科普

城市考古是以古代城市为对象的考古
研究，其研究对象十分复杂，几乎囊括考古
学所有纵向领域，如陵墓考古、建筑考古、
手工业考古、宗教考古、民族考古等。这些
领域又与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宗教、科技等研究密切相关。所以，城市
考古在考古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北京老城，指北京二环路以内（含护城
河及其遗址）为主的区域，属于“首都功能
核心区”的主体部分。这片区域因为是燕山
南麓四条交通大道的交会地，又处于古高
粱河和古㶟水之间，是“北京湾”中建城的
首选之地。目前这片区域最早和城市有关
的考古发现始自战国，此后的西晋蓟城、唐
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城皆选址于此，
又历经元明清三朝另行规划、建设和完善。
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叠加，是典型的古今
重叠型城市。中轴线居中，外城、皇城、宫城
相套。老城之内，宫殿衙署、棋盘路网、历史
水系交错，是北京传统文化的核心区。老城
考古，既是北京考古的特色，又是北京考古
的重点。

老城内最早的考古发现为距今 2.2 万
年前的东方广场旧石器人类活动地点。此
外还有西单旧石器地点、北京饭店、地铁建
国门站、中央电视台的古生物化石等。但它
们恐怕与之后的北京城没有太多的关系。
自 20世纪 5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就十分关
注和努力探寻燕上都蓟城与汉代蓟城的具
体方位。1956年在会城门村到宣武门豁口
一带，发现古陶井 151座，其中战国时期 36
座、汉代时期 115座。1965年在陶然亭姚家
井、广内大街北线阁、白云观、宣武门内南顺城街、
和平门外海王村等处发现古井 65 座。1973 年和
1974年先后在白纸坊以北发现两处战国时期燕文
化墓群。这些发现为判断燕上都蓟城、汉代蓟城的
位置、范围提供了重要线索。

唐幽州城和辽南京城并无直接的考古实证留
存。根据墓志推测唐幽州城的位置与《水经注》所记
的北魏蓟城位置基本一致。陶然亭、北大第一医院
等地唐代墓葬和新街口、百万庄辽代墓葬的发现为
寻找两城的边界指出了方向。

金中都城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向东、西、南三
面扩建的，主要区域横跨现在的丰台区和西城区，东
边界在陶然亭公园南北一线、南边界在南二环以南
的位置、西边界在西三环以东的丽泽商务区一带。

金中都内，发现了兵营、宫苑、水系、城墙、马面、
护城河、里坊、街巷、皇家寺院、塔基地宫等各类遗
存。它们往往不是时代单纯的，上下还发现了唐、辽、
元、明、清时期的遗存，对研究唐幽州、辽南京、金中
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城市更迭有重要作用。外
城内西南隅发现的十字路口，辽、金、元沿用，是研究
金中都城内街巷布局的实例。这些发现推测与金中
都外城东开阳坊、开远坊、显忠坊、南永平坊、南苑等
密切相关。城西南处发现的唐代、辽代墓葬，证明金
中都是在唐幽州城、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展的。

东开阳坊发现疑似辽南京南护城河一段，为确

认辽南京南城墙和开阳门准确位置提供了
重要线索。坊内发现的建筑组群辽、金沿用，
整体呈中轴对称分布，是金中都范围内唯一
经全面揭露且保存较好的“官式建筑”群。

考古确定了早期鱼藻池北岸和西南岸、
晚期鱼藻池东岸、南岸的位置，为复原金代
鱼藻池水系、研究鱼藻池湖岸盈缩变化提供
了重要资料。鱼藻池被确定为半岛，纠正了
湖心岛旧说，为研究金代园林艺术提供了实
物资料。

从 20世纪 50年代至今，在元大都遗址
内发现城垣及相关设施、街巷、院落、道观等
各种遗迹数十处，比较重要的有和义门瓮城
城门遗址、通惠河堤岸遗址、水关遗址、后英
房院落、福寿兴元观遗址等。这些考古工作
基本搞清楚了元大都的形制与规模，为研究
元大都的历史沿革、都城范围、规划设计、布
局形制、路网水系及居民的生活、手工业生
产技艺、商业贸易等情况提供了大量详细、
可靠的材料。

故宫内的考古先后发现了东城墙南段
内侧的墙基、铺砖地面、排水沟、大型夯土基
础等遗迹，明代廊房建筑、器物埋藏坑，慈宁
宫花园东院遗址，隆宗门西广场北侧建筑遗
迹“三叠层”，断虹桥的散水及其垫层，长信
门遗址，清造办处遗址，永康右门外瓷器坑
等，逐渐揭开元代以来宫殿神秘的面纱。

北京中轴线附近发掘了永定门内中轴
路、天桥、珠市口段排水渠、正阳桥及镇水
兽、鼓楼迤西35号院、北海医院和天意市场
等，证明了中轴路元、明、清、民国历代沿用
的事实。

老城内的重要考古还有故宫外的长庚门段内
金水河西侧明代建筑基址、明代北皇城墙基址、东
皇城墙基址、东安门遗址、早期皇城墙遗址、玉河遗
址、毛家湾瓷器坑、醇亲王南府临街门南侧院落、外
交学会、普渡寺、恭王府银安殿遗址、国子监后轩遗
址等，学术意义纷呈，展现了老城丰富的历史文化
底蕴。

根据这些考古发现，可将北京老城划分为四个
空间：皇帝皇族支配空间——宫城、国家官署等支
配的空间——皇城（内城）、官吏百姓生活空间——
外郭城、城市公共系统占用空间——防卫设施、交
通道路设施、给排水设施等。

老城考古的作用有五：
揭变化。金中都内各坊、街的考古发现揭示了

里坊制和街巷制并存的情况，正是代表了中国古代
封建城市规划由中期转到后期的特点。玉河的考古
表明了不同时期河岸的变迁和建筑方法。

立地标。北海中学前出土的唐代墓志推断出龙
道村的位置。鱼藻池的发现为复原金中都提供了坚
实的地理坐标。

阐规划。古代城市中，最显示规划特征的就是
公共系统空间。因此，对于老城内公共系统空间（城
门、防卫、道路、给排水系统等）的考古成为最重要
的工作之一。金中都水关遗址、城墙设施、护城河、
顺城街等发现表现了当时城市的规划格局。西板桥

及灵境胡同古河道的发现说明了元代以来老城内
金水河进入故宫的路线。

证历史。根据西晋华芳墓志推断，西晋蓟城的
西城墙在今天的会城门附近，从而确定西晋蓟城的
存在。根据唐代墓志的记载至少复原了幽州城 26
个里坊、20乡、24村的名称、定位及划界。

活场景。考古发现把金中都的城市景观分为城
墙城门及宫殿景观、园林景观、宗教景观、市井景
观。后英房元代住宅遗址院落布局采用“一正两厢”
的格局，是明清北京四合院的前身。住宅的主院及
两侧的旁院东西宽度近 70米，南北方向占满两条
胡同之间的距离，基址规模为 8亩，及发现的大量

“文玩”类文物，表明主人的社会地位较高。
老城考古，其特点是研究对象是遗迹遗物中规

模最大、内涵最复杂、面临保护形势最严峻的遗址类
型；其核心目标在于理清城址在每个时期的形制布
局和功能分区，并了解城市在不同时期的继承沿用
和革新变化；其方法应以田野考古为基础，文献学、
规划设计、历史地理学、城市史、环境考古、聚落考古
等多学科合作。实际工作中，要坚持“六要”的原则：

要建立地理信息系统，这是开展工作的基础。
已知的考古信息要汇到一张大比例图上，其比例至
少应为二千分之一，才有可能把已知遗迹标示清
晰。同时设定城市坐标系，并预设统一的分区编号、
探方编号和遗迹单位编号，以便今后的点滴考古发
现能统一纳入。

要兼具宏观和微观，这是开展工作的视角。既
要整体了解，大处着眼，不拘泥于一砖一瓦，关注遗
迹和文化堆积的全局变化，以点连线，以线连面，有
的时候还要跳出老城。金融大厦、国家电网大楼等
不同施工的剖面连起了元大都南护城河的走向。又
要管中窥豹，见微知著，从二七剧场路工地发现的
唐代墓砖推导出了早于金口河的唐代古代河道。

要有精准的时段划分，这是开展工作的前提。
以聚落考古和城市考古的理念为先导，只有置于同
一时间框架下，才能形成同时期城市正确的考察前
提，所做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古今重叠型城市的
变化往往快于旷野型城市，所以要尽可能地进行最
小时段的划分。

要坚持长期、持续、有计划地考古发掘与研究，
这是开展工作的路线。因为老城考古受制于操作
面，不太可能创造出理想的发掘规模，多数只能借
助于建设工程，把零星的考古发现像七巧板一样整
合起来。例如什刹海周边的考古发现拼出了湖岸不
同时期的位置。

要有耐心和恒心，这是开展工作的情怀。老城的
考古发现往往支离破碎，不太可能短时间内形成重
要研究成果，而且很可能是无法解释的现象，要耐得
住寂寞，这个过程很虐心。而且老城内的施工建设往
往面积过小，无法纳入正常的考古流程，需要主动出
击，寻找线索，要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毅力。

要重视文化遗产保护，这是开展工作的目标。
因为每一处考古遗存的发现都是这座城市发展的
历史见证。冰山虽露一角，意义不容小觑。

“六要”不仅针对北京的老城考古，对于其他城市
的城市考古，也具有启示意义。老城考古，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无论是村庄，还是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城市，我
们都生活在人工环境里。除了一些飞翔的鸟儿，我
们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什么野生动物了。甚至有些驯
化的动物也生活在专门的养殖场，为了能更为高效
地提供肉食而机械般地不断进食。食物都在超市的
货架上，甚至在手机里，我们似乎忘记了它们都需
要阳光和雨露，都有野生祖先。我们似乎也产生了
幻觉，人类可以无所不能，但只有一切人为的幻象
消失，比如疾驰的汽车飞速撞来，或漂流到荒岛、或
迷失在山林，我们才会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动物一
样，都是血肉之躯，都是碳基的芸芸众生，才会意识
到生命的脆弱和生存的真谛。

生存不仅是文明的第一需要（刘慈欣语），也是
任何生物的第一需要，所有的改变都与之息息相
关。哺乳动物在中生代大灭绝中逃过一劫，而高度
特化的恐龙永远消失了，只能用化石诉说着往昔的
繁盛。我们的哺乳动物祖先在恐龙时代卑微生活
着，随时都会沦为凶猛动物的口中餐。它们只能占
据边缘的生态位，发展出低能耗的适应方式，不需
要在广阔的空间里大量获取食物来供养庞大的身
躯。恐龙绝灭后，哺乳动物迎来了黄金时代，以适应
辐射的方式填补了大灭绝造成的生态位真空，灵长
类也从小型食虫类演化出猴类，再分化出猿类。板
块运动导致东非大裂谷形成，出现了雨影区，在全
球气候变化的合力之下，东非森林急剧萎缩。处于
边缘地带的一些树栖古猿不得不下地觅食。然而，
它们面对的是在疏林草原早已高度进化的掠食动
物，这些远房亲戚各有各的神通：有的体型巨大，有
的奔跑飞快，有的极其凶猛，有的拉帮结派。它们占
地为王，均有自己的生态位，根本就没给古猿留下
任何可资利用的空间。古人类面临着他们哺乳类祖
先在中生代曾经直面的问题，需要学会在边缘地带
生存。他们需要寻找和开拓自己独特的生态位，否
则只能自生自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食物无
非两种，动物与植物；组织也无非两种，合作与单
干。人类的祖先最终选择了合作获取肉食为主导的
生存策略。合作的优势是巨大的，他们弱小的身躯
需要抱团取暖和对抗猛兽，以食物分享的方式维持
整个群体的生存，这也是灵长类祖先长期进化的结
果。有些南方古猿选择了植食为主，不断进食，靠强
大的咬合力和肠胃消化草叶与种子，南非这类南猿
发展到傍人后在一百多万年前绝灭了。而他们的表
亲则选择了肉食，这就需要与食肉动物抢夺食物，
还要面对被蹄子踩踏的风险。与豺狼虎豹夺食谈何
容易！他们只能捡食腐肉，从狮子、猎豹、鬣狗和秃
鹫的牙缝里抢夺点食物。他们共患难、同进退，用棍
棒和石块驱赶竞争对手。也许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石头碰石头产生了边缘锋利的石片和石块。他们意
识到，石片可以用来割下肌腱，石块可以把骨头砸

碎。骨髓这种深藏在骨头中的高蛋白简直太完美，
是古人类寻找已久的生态位，有坚硬的骨骼保护
着，除了鬣狗这种咬合力极强的动物外很难被打
开。肉食资源的利用与社会合作促进了大脑发育，
纤细南猿最后发展为人属，石器成为人类最古老的
物质文化和人猿分野的标志之一。

人类借助技术创新和文化传承，突破了地理与
生态的限制，走出了非洲。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而是伴随着扩张与收缩、前进与回流，当然还有局
地绝灭。直立人成为第一个成功突破纬度限制的人
种，足迹遍布欧亚非大陆。用火技术与更为高效的
石器技术帮助他们开疆拓土，从热带雨林到黄土沟
壑都留下了人类生活的遗存。智人在演化过程中，
认知能力得到飞跃发展，社会组织形态也发生了巨
大变化，集中体现在艺术品的创作与交流上。凭借
信物，人们的交流不再需要面对面。随着“人不在、
信犹在”交往的进行，相聚地点也慢慢具有了圣所
的含义，特定的山川地貌成为传说与神话的组成部
分。一万年后，现代人的疆域得到了进一步扩展，通
过航行抵达了与世隔绝的澳洲大陆和太平洋岛屿，
克服稀薄的空气在世界屋脊定居下来，还有跨过白
令陆桥进入美洲。冰河时代结束之时，人口的增长
和扩散对其他物种造成了深远影响，很多大型动物
在地球上消失，自然资源快速萎缩。人们不得不提
升技术，以便更高效地获取食物，他们制造出更为
精致的狩猎工具，可以长途跋涉追逐猎物。猛犸象
没了去打野牛，野牛没了去打鹿，鹿没了去抓兔子，
兔子没了就只能去捕鱼和吃植物种子了。这是人类
在经历百万年狩猎采集后不得不面对的结果——
消费降级。他们不得不将更多以前不屑一顾的食物
纳入自己的食谱，不得不开发其他技术来提取其中
的营养。比如，他们需要淘洗去除橡子粉中的单宁
酸，需要碾磨石器去除种皮或加工薯蓣，需要陶器
来炊煮贝类和粥糜。攫取经济难以为继，生产经济
慢慢成为时代主题，农业就此诞生，觅食转变为农
耕与畜牧。人类不得不放弃自由自在的采集经济，
转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定居生活。这种农耕生活非
常辛苦，不但收成难料，而且供应滞后，饥肠辘辘是
家常便饭。由此可见，农业起源绝非狩猎采集者的
衷心向往，也根本算不上什么革命。

除了水生资源富集地区的美食策略，农业成为
人类在面对生存危机时开发的生态位，是某些狩猎
采集群采取的生存策略之一。由于某些栽培植物的
稳定回报，使得他们最终从山麓走到大河河谷与冲
积平原。人们依靠勤劳的双手将泥沼转变为耕地，
将蛮荒改造成农田。这是生态位建构的过程，大河
地带开始布满人类的聚落，包括长江和黄河、美索
不达米亚、尼罗河和印度河，还包括密西西比河以
及落基山和安第斯山系的各条河流。随着农业产量

的提高和剩余物品的积累，村落社会中出现了社会
复杂化的迹象，部落开始走向酋邦，并出现了各种
各样的社会治理方式。有的社会侧重集体团结，有
的则倚重个人权威。个体与神灵之间的纽带被一些
富人切断，仪式和祭祀被某些家族垄断，他们转变
成最早的权贵。酋邦是史前时代晚期较为普遍的社
会组织形态，信奉上帝的神权统治也成为成本最低
的文明形态。然而，面对天灾人祸等一系列不可预
料的事件，强调君权神授的首领会将资源和人力投
入到毫无回报的纪念碑生产之中，比如大型的土
墩、庙宇和陵墓，还有耗资巨大的祭祀仪式。当祈祷
的神灵无法满足现实需求，首领通灵的反复失效必
然会导致信仰的疲劳和崩溃，引发底层群众对权贵
阶层的失望和颠覆。国家社会更侧重解决实际问
题，通过调整社会关系来保证食物生产和其他方面
的平衡。他们用修筑城墙来抵御外敌入侵，用治水
来抵御旱涝，用行政手段来纾解社会矛盾。国家不
再是亲缘关系的纽带和显贵家族的独揽，而成为包
含不同文化、语言、信仰的共同体。与农业起源一
样，文明起源也有各种不同的假说，但都可以理解
为面对人口增长和资源短缺而做出的第二次选择。

地球就是一个大舞台，在日升月落、斗转星移
中见证了物种的兴衰、人类的诞生、文明的更替。人
类记载的历史是我们了解过去的主要途径，但是
没有文字的史前史则占据了人类史 99%以上的时
间。狩猎采集作为最久远、最自然的生计方式筑成
了人类深厚历史的基础。人类的史前史上承生物
演化的漫长历程，后继农业革命、城市革命、工业
革命的现代文明。人类用自身创造的文化摆脱了
动物单凭肌体适应环境的宿命，并产生了自我意
识。人们认识到，只有合作才能生存，只有通过技
术创新和社会重组才能解决不断遇到的新问题。
他们从森林走向旷野，从旷野走向乡村，再从乡村
走向城市，构成了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
源三部曲。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仍然面临各种挑
战，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依然会用最原始的办
法解决，即，从小规模的暴力冲突演变成国家之间
的战争，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如果说人类在漫长
的进化中有什么经验或教训，应该就是要不断开
拓生态位，用智慧与创造力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同
时保证可持续发展，不至于走向崩溃或绝灭。现代
化和全球化是目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和
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旋律。只有铸造人类命
运的共同体，只有通过文明的互鉴，人类社会才能
走向更为美好的明天！

［本文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国北方旱
作农业起源、形成与发展研究”（一期）（项目编号：
2022YFF0903500）资助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
与博物馆学系·科技考古研究院］

中国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
出现铜制品与冶铜行业。商周时期，中国
冶铜进入黄金时期，留下大量遗迹遗物，
冶铜考古的研究成果也多集中于这一时
期。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
革，冶铁的出现使铜的应用逐渐减少，铁
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最主要的金属。此
后，铁制品成为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部
分，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冶铜与冶铁研
究，是了解古代社会生活面貌的重要手
段，在冶金考古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冶铜研究
目前的冶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

先秦时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中国冶
铜业最为繁荣的商周时期，学者已经发
现了数量众多的冶铜遗物与遗迹，这对
认识古代冶铜业发展有着重要价值。

甘青与中原是了解中国早期冶铜行业
发展情况的重要地区，故早期研究也多聚
焦于此。目前在陕西临潼姜寨、甘肃东乡林
家等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了与铜
有关的遗物。这些铜制品虽然制作粗糙，杂
质多，但也反映出了我国冶铜业历史悠久。

通过分析冶金成品的成分与金属含
量来探讨冶铜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是冶铜
考古研究的主要内容。黄可佳分析了西北
与中原部分遗址出土的铜制品，认为两地
铜制品的差别主要是经济与文化发展状
况所导致的。这说明中国冶铜业在初期就
出现了发展的不平衡性，具有明显的区域
特征。另外，由于中国西部是多种文明的
交汇地带，该地区铜制品研究也往往会从
中外文明交流的角度来考量。

另一方面，学者们还喜欢在此基础
上做冶铜工艺的讨论。这种特点，在先秦
时期显得尤为突出，目前已经构建出了
多个地区的冶铜业发展图景。陈建立根
据冶铜业发展情况，将中国冶铜业大致
划分成了晋陕高原、中原、海岱地区等几
个主要区域。

在这其中，一些典型遗址的研究工
作比较有代表性，它们的研究通常与区
域文化探讨结合在一起。比如，在春秋战
国时期，以湖南、湖北为主要发展地区的
楚文化特征，就在该地区遗址所见的冶
铜遗迹研究中得到一定程度探讨。2019
年，王颖琛对湖北宜昌当阳曹家岗M5以
及其他地区东周楚墓出土的铜饰片进行
了观察与成分分析，研究了这些金属饰

片的制作技术，使楚文化的手工业发展
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了解。而在东北地
区，后套木嘎遗址所出土的铜器得到了
深入分析，促进了人们对战国时期该地
区冶金水平的认识。

要注意的是，不论是在东北还是中
原、两湖，此时期的铜制品均为合金，这
显然是时代的共性。另外，利用铅同位素
分析来研究冶炼矿料的来源问题，在学
术界已经屡见不鲜。

冶铁研究
当生产技术适应时代需求向前发展

的时候，冶铁工业逐渐形成。近年来，广
西地区的部分冶铁遗址得到了深入、系
统地研究，湖南、河北等地的矿冶遗址也
逐渐受到关注。总体而言，生产技术是工
作人员主要的研究取向。刘海峰等人曾
详细分析了河北徐水东黑山遗址出土的
66 件铁器样品，认为其全部属于生铁制
品，采用了铸造、退火、炒钢等工艺。在这
之中，炒钢是一道重要的程序，较多地受
到学者们的关注。2014年，杨菊在对北京
昌平马刨泉长城戍所遗址发现的铁器进
行研究时，就着重分析了炒钢工艺，并指
出了炒钢工艺的一种判定依据，即古代
钢制品中含磷非金属夹杂物可作为炒钢
工艺存在的判据。目前，广西桂平大唐城
汉代遗址、黑龙江凤林古城遗址均有发
现使用了炒钢工艺的冶炼制品。

除了关注生产技术之外，冶铁考古
研究也涉及到整个区域的工业体系与农
业发展的研究。铁制品比起铜制品而言，
在古代普通百姓生活中扮演着更为重要
的角色，得到了更为广泛地应用。以铁制
品研究为立足点，进一步讨论时代与区
域的工业和农业发展，体现了冶铁考古
的纵深发展。

在中国，古代大范围主动利用的金
属主要有八种，分别为铜、铁、锡、铅、金、
银、汞和锌。在前两种金属得到系统研究
的同时，锡、铅、金、银等金属也逐渐受到
关注。近十年来，国内发现了一定的相关
遗址。早在 2012 年，黄全胜等人就在广
西，对罗城的炼锌遗址群进行了初步调
查，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同年，一
行人还考察了环江红山古城的冶炼遗
址，发现该地区炼银、炼铅等遗迹。近年，
江西、湖南、湖北等地也有相关成果发
表，这展示了古代冶金工艺的多元发展。

人类史前史的遐想
张萌

十年一瞬：
中国冶金考古学术史初探

吴丽

十九世纪，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将铜器与铁器作为划分史前时代的标准，

借此来明晰世界的演进阶段。从此，金属冶炼品就成为认识文明发展的重要物品。中国

拥有悠久的冶金历史，金属冶炼工业一直是古代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冶金对

了解中国古代文明演进有着重要意义。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金属遗物不断发现，冶金

考古日益受到人们重视，逐渐成为考古的一个新分支。那么，如今的冶金考古已经取得

了哪些成就？呈现出什么面貌？本文对过去十年的冶金考古工作进行了梳理总结，以期

促进对冶金考古的认识。

冶铜与冶铁研究

在冶金考古当中，对于冶炼遗址与
遗址群的了解和掌握是开展研究至关重
要的环节。从近年研究趋势来看，人们越
来越重视对遗址信息的全面掌握。在目
前所见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中，对矿冶遗
址或遗址群的描述已经是基本的内容。
在以冶铜与冶铁为核心的研究中，也都
有涉及这一方面的信息。而以了解遗址
为重点所开展的专项调查，在过去十年
更比比皆是。

在这样的调查里，整个遗址的地理
位置、分布情况、冶炼规模、生产状况往往
是需要关注的信息。更为细致的，矿冶遗
址经过调查或者发掘所发现的与冶炼相
关的遗物也需要进行记录，因为这些都是
开展后续工作的基础，对认识古代当地文
明发展水平有重要意义。现下，尽可能全
面、系统地掌握矿冶遗址的信息，已经是

每个研究人员开展调查的重要目标。
与此同时，矿冶遗址的调查也出现

了系统化的特征，在湖南、皖南以及广
西，人们通常是在一个重点区域里确定
一个核心点，然后由点及面的形成对遗
址群的调查。这种形式的调查研究，有助
于了解整个区域在一定时期之内的冶炼
遗址分布规律。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遗址调查与遗
物的解读研究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很多
情况下，研究者会在对整个遗址有了一
定了解之后就对冶金遗存进行分析，这
实际上属于一种综合研究。

对于冶炼背景的了解有助于研究工
作的顺利开展，能够更好地认识当时冶
金业的发展情况。完全脱离冶金成品出
现的背景环境开展研究，在目前学术研
究中很少见。

矿冶遗址或遗址群的研究

冶炼遗物一般是指冶炼发生之后所
产生的物质，包括但不限于炉渣；也指进
行金属冶炼时使用过的工具，通常有坩
埚、炼炉等。在这一点上，炉渣一直以来就
很受研究者们重视。李延祥等人在过去十
年里对山东莱芜嬴城遗址、甘肃张掖西城
驿遗址、湖北大冶香炉山遗址等地采集的
炉渣样品进行了扫描检测与分析，不同程
度地揭示了当地的冶炼水平。而在更早的
2014年，他利用扫描电镜等手段，分析了
山东临淄齐国故城石佛堂遗址所发现的
铜渣。此后，炉渣的相关研究只增不减。这
实际上也反映了冶金考古当中除了金属
成品分析之外的另一种研究取向。

而针对冶炼工具的研究，也能够帮
助人们了解古代冶金业发展水平。其
中，冶炼使用的炉子受到较多关注。不
过，国内目前专门研究冶炼工具的文章
并不多，学者通常是在讨论冶炼遗物时
将其一并论述。在这一点上，最有代表
性的是刘海峰在 2015 年发表的《中国古
代制铁炉壁材料初步研究》，他对河南
西平酒店、山东临淄齐故城、山东章丘

东平陵城和北京延庆水泉沟等遗址的制
铁炉进行了详细分析，从制炉材料的角
度探讨了当时的冶金技术，不失为一种
研究新视野。

回顾过去十年的冶金考古事业，可
以看出，学者们围绕铜与铁制品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工作，这使得冶铜与冶铁考
古所取得的成果十分耀眼。这两个支系
的工作目前是最深入的，已经涉及了金
属成分、矿料来源、范铸技术、镶嵌技术、
生产技术等问题。并且，学者们在此基础
上已经致力于去讨论新的问题，研究呈
现出了更加综合与多元的发展趋势。

同时，冶金考古的研究路径也在不
断拓展，除了在铜、铁领域继续深耕之
外，研究者的视野逐渐放宽，不仅开始专
注其他冶金成品与材料，也开始从冶金
角度去探讨文化交流、农业发展、产业体
系等问题。这无疑更有利于构建冶金行
业的全面图景。并且，作为考古学的分支
之一，这种趋势实际上也是在助力考古
学实现全面重建古代社会的目标。
（作者系安徽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冶炼遗物的研究


